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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应用研究】

资本质量、企业税负与经济提质增效的路径研究
———基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视角

谢　攀１，２，拓晶晶１，宋振东１
（１．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１９；２．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将资本质量指数引入资本积累过程，构建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以陕西经济为例，校准相关

参数，比较了中性技术冲击和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消费和工

资对中性技术冲击的响应是正向的，对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的响应是负向的。与中性技术冲击相比，资本体

现式技术冲击对降低资本租金率的效应显现得更早。第二，受消费的跨期选择以及劳动供给增加的推动，资

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产出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第三，与单一的减税政策相比，减税政策与强化资本体现

式技术进步政策的耦合效应显著降低了投资的瞬时波动，促使消费水平更快地回到新的稳态，并稳定税收和

产出的波动。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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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整体步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经

济总体运行平稳。不过，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倒逼经济结构调整，一些资源
富集地区重化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制约了产业转型升

级的空间，工业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当前，中国面临
的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国内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经济
下行压力较大，如何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负，让企业轻
装上阵，同时，改善资本积累质量，提升投资效率，进
而突破制约产业竞争力提高的瓶颈。探索这些问
题，对避免资本积累陷入动态无效率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对推动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也具有很强

的实践价值。
作为资源富集地区的代表，陕西经济增长长期

以来对能源、化工等传统产业的依赖较高①。国际
市场环境向好时，资源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对地区经
济的拉动作用尚可。然而，一旦外部需求转弱，投资
结构失衡导致发展后劲不足的弊端就凸显了出

来②。针对这一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及

人力资本等宏观层面展开［１］，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

尤其从资本质量的视角研究更鲜有涉及。事实上，
投资结构优化对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供给质量具有
积极作用［２］。与建筑投资相比，新设备投资中蕴含
着前沿技术，设备资本品通过质量的提高及其相对
价格的下降，与技术进步相耦合来影响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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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发现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占美国１９５４—

１９９０年技术进步总贡献率的２／３以上，而且能解释
美国３０％的经济增长［３－５］。除了解释生产率增长
和资本贡献率的变化［６］，Ｓａｋｅｌｌａｒｉｓ和 Ｗｉｌｏｎｓ观察
到美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贡献逐年增加，而传
统的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捕获新增设备资本品的质量

变化，因此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７］。
国内研究起步于对资本质量的考察［８－１０］。由于传统
方法分析生产率时，忽视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易
使对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方式判断出现偏

差［１１］。王林辉和董直庆强调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１２］。华昱进一步
发现促进设备更新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可以带动

经济中其他主要变量高质量增长［１３］。综上，以往文
献从增长核算角度探讨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较多，
鲜有关注到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增长效应的差异，及其
与财税政策联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鉴于此，为填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捕捉经济主体

相互联系对跨期决策行为的动态影响，本文首先把
反映资本质量变化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引入动态

随机一般均衡（ＤＳＧＥ）模型，根据陕西经济运行的
特征事实校准参数，比较了中性技术进步和资本体
现式技术进步对产出、消费、投资等影响机制的差
异。其次，在扩展模型中，加入政府部门，分别模拟
了单一减税措施的政策效应和减税措施与推进资本

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耦合效应。最后，根据情景模拟
的结果，提出新常态下陕西经济提质增效的政策启
示。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消费和工资对中性技术冲
击的响应是正向的，对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的响应
是负向的。与中性技术冲击相比，资本体现式技术
冲击对降低资本租金率的效应显现得更早。第二，
受消费的跨期选择以及劳动供给增加的推动，资本
体现式技术冲击对产出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第
三，与实施单一的减税政策相比，减税政策与促进企
业强化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政策的耦合效应显著降

低了投资的瞬时波动，促使消费水平更快地回到新
的稳态，并稳定税收和产出的波动。
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一

是将中性技术进步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同时纳入

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视野，有利于廓清传统的全要
素生产率在经济转型中的局限性。二是分析引入资
本体现式技术后经济系统的动态特征，揭示了消费
的跨期选择以及劳动对闲暇的替代机理。三是基于
资本质量指数的测算，通过反事实的情景模拟，首次

量化了推进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与实施减税政策的

耦合效应，进而提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资效
率的有效途径，为新常态下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培育
新动能、提质增效提供决策参考。

二、理论模型

资本存量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当期投资规模和折

旧率，还受到资本品中蕴含的技术 变 化 因 素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ｈｉｆｔ　Ｆａｃｔｏｒ）的影响［１４］。因此，本
文构建带有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ＤＳＧＥ模型，考
察资本体现式技术变化对经济均衡的影响；在扩展
模型中，加入政府部门，以消费税、劳动所得税、资本
所得税为例，分析税收因素对居民及厂商最优决策
的影响机制。

（一）基准模型

１．居民。假定经济中的代表性居民具有无限生
命期限，其偏好是时间可分离的，以消费｛Ｃｔ｝!ｔ＝０ 和
闲暇｛１－Ｌｔ｝!ｔ＝０ 来表示，偏好如下：

∑
!

ｔ＝０
β
ｔ γｌｏｇＣｔ＋（１－γ）ｌｏｇ（１－Ｌｔ［ ］） （１）

式（１）中，β是贴现因子，γ是消费所占的权重，表示
个体对消费与闲暇决策的偏好。
居民的预算约束意味着消费和储蓄（Ｓｔ）之和

不能超过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和，即：

Ｃｔ＋Ｓｔ ＝ＷｔＬｔ＋ＲｔＫｔ （２）
式（２）中，Ｗｔ 是工资，Ｋｔ 是资本，Ｒｔ 是资本的租金
率。为简便起见，假设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不存在成
本，即Ｉｔ＝Ｓｔ。
借鉴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等的做法，设定资本存量按照

以下方式变化：

Ｋｔ＋１ ＝ （１－δ）Ｋｔ＋ＺｔＩｔ （３）
式（３）中，δ表示实物资本的折旧率，Ｚｔ 表示当前生
产性资本的技术状态。将式（３）代入式（２），预算约
束可以改写为：

Ｃｔ＋Ｋｔ＋１Ｚｔ ＝
ＷｔＬｔ＋ＲｔＫｔ＋

（１－δ）Ｋｔ
Ｚｔ

（４）

求解居民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得到消费与
闲暇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增加一单位闲暇的机会成

本，即：

１－γ
γ

Ｃｔ
１－Ｌｔ ＝

Ｗｔ （５）

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并
依赖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变化，即：

１
β
Ｃｔ
Ｃｔ－１

＝Ｚｔ－１Ｚｔ
（ＺｔＲｔ＋１－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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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厂商。厂商的最大化问题是在给定要素价格
的条件下，寻求投入资本和劳动力的最优值。设厂商
的生产函数采用不变规模收益的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
产函数，即：

Ｙｔ＝ＡｔＫαｔＬ１－αｔ （７）
式（７）中，Ａｔ是中性的技术进步，且０≤α≤１。于是，
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Ｒｔ－αＡｔＫα－１ｔ Ｌ１－αｔ ＝０ （８）

Ｗｔ－（１－α）ＡｔＫαｔＬ－α
ｔ ＝０ （９）

３．模型均衡。结合居民部门和厂商部门最大化
问题的一阶条件，此经济的均衡为

１－γ
γ

Ｃｔ
１－Ｌｔ ＝

（１－α）ＹｔＬｔ
（１０）

１
β
Ｃｔ
Ｃｔ－１

＝Ｚｔ－１Ｚｔ
（ＺｔαＹｔＫｔ＋

１－δ） （１１）

为使模型封闭，还需要满足经济的可行性约束，即：

Ｃｔ＋Ｉｔ ＝Ｙｔ （１２）
于是，此两部门经济的均衡可定义为：
定义１：竞争性均衡涉及居民的消费、闲暇和私

人投资｛Ｃｔ，１－Ｌｔ，Ｉｔ｝!ｔ＝０、厂商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
｛Ｋｔ，Ｌｔ｝!ｔ＝０，以及生产每种资本资产的技术水平
｛Ａｔ，Ｚｔ｝!ｔ＝０，使得在给定要素价格｛Ｗｔ，Ｒｔ｝!ｔ＝０ 的情
况下，满足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厂商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和经济中的可行性

约束。
假设技术进步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如下所示：

ｌｎＡｔ＝ （１－ρＡ）ｌｎＡ
－

＋ρＡｌｎＡｔ－１＋ε
Ａ
ｔ （１３）

ｌｎＺｔ＝ （１－ρＺ）ｌｎＺ
－

＋ρＺｌｎＺｔ－１＋ε
Ｚ
ｔ （１４）

模型经济的竞争性均衡由七个刻画宏观经济变

量Ｙｔ、Ｃｔ、Ｉｔ、Ｋｔ、Ｌｔ、Ｒｔ、Ｗｔ和两个刻画技术进步Ａｔ、

Ｚｔ的九个方程，即式（３）、式（７）～ （１４）联立得出。
（二）扩展模型
基准模型仅考虑了居民和厂商两个主体，忽视

了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事实上，财税政策会影响
商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从而改变私人经济主体的
决策。为此，模型扩展部分尝试将政府部门引入模
型，进一步分析消费税、劳动所得税、资本所得税等
税率变化对居民及厂商最优决策的影响机制①。为
简化理论框架，下文假设税收收入以一种外生的一
次性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到经济中。

１．居民。代表性居民的偏好仍以式（１）来表示。

考虑到征税后，对生产要素投入的所有者———居民

而言，在竞争性环境下，厂商的经济利润为零，故其

面临的预算约束可写成：

（１＋τｃｔ）Ｃｔ＋Ｓｔ ＝ （１－τｌｔ）ＷｔＬｔ＋
（１－τｋｔ）（Ｒｔ－δ）Ｋｔ＋Ｇｔ

（１５）

式（１５）中，τｃｔ、τｌｔ和τｋｔ 分别是消费税、劳动所得税和
资本所得税的有效税率。Ｇｔ 是消费者从政府得到的
转移支付。此时的预算约束表明，所有消费和储蓄之

和不能超过劳动收入和资本租金收入减去税收加上

政府转移支付之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固定资产折旧可按照规定准予扣除，故

对实物资本折旧的部分从资本所得税中予以抵扣。

与基准模型相同，资本存量按照式（３）变化，假

设Ｉｔ＝Ｓｔ，预算约束可以改写为：

（１＋τｃｔ）Ｃｔ＋Ｋｔ＋１Ｚｔ ＝
（１－τｌｔ）ＷｔＬｔ＋

（１－τｋｔ）（Ｒｔ－δ）Ｋｔ＋
（１－δ）Ｋｔ
Ｚｔ ＋Ｇｔ （１６）

居民面临的问题是在式（１６）的预算约束下，求

解居民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得到经过税率修

正的消费与闲暇的边际替代率：

１－γ
γ

Ｃｔ
１－Ｌｔ ＝

１－τｌｔ
１＋τｃｔ

Ｗｔ （１７）

以及经过税率修正的跨期消费的均衡条件：

（１＋τｃｔ）
（１＋τｃｔ－１）

Ｃｔ
Ｃｔ－１

＝Ｚｔ－１Ｚｔβ
Ｚｔ（１－τｋｔ）（Ｒｔ－δ）＋１－［ ］δ （１８）

式（１８）代表了消费的最优路径，与基准模型相比，消

费的边际替代率不仅依赖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

变化，而且还受到资本所得税率以及消费税率变化的

影响。不过，如果消费税率不随时间而改变，那么就不

会对居民消费 ——— 储蓄的选择产生影响。

２．厂商。与基准模型相同，厂商沿用不变规模收

益的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即式（７），厂商利润最

大化的一阶条件仍为式（８）、（９）。

３．政府。为简化分析，本文假设政府把从经济主

体征收的扭曲性税收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Ｇ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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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营改增”全面实行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成为仅次于增值税的三大税种。其中，消费税率因税目而异，

具有纠正外部性等特殊目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限于篇幅，政策模拟部分不
予讨论。



方式再返还给居民，从而保证预算约束每一期都保
持平衡。
包含税收的扩展模型将政府作为另一个经济主

体，其作用仅影响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具体来说，政府
通过对私人消费品、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征税，来对
外生地一次性转移支付序列｛Ｔｔ｝!ｔ＝０ 进行融资。为集
中考虑税收的扭曲性影响，政府的预算由下式给出。

τｃｔＣｔ＋τｌｔＷｔＬｔ＋τｋｔ（Ｒｔ－δ）Ｋｔ＝Ｇｔ （１９）

４．模型均衡。结合居民的一阶条件和厂商的一
阶条件，可以得到：

（１＋τｃｔ）
（１＋τｃｔ－１）

Ｃｔ
Ｃｔ－１

＝

Ｚｔ－１
Ｚｔβ

Ｚｔ（１－τｋｔ）（αＡｔＫα－１ｔ Ｌ１－αｔ －δ）＋１－［ ］δ （２０）

１－γ
γ

Ｃｔ
１－Ｌｔ ＝

１－τｌｔ
１＋τｃｔ

（１－α）ＡｔＫαｔＬ－α
ｔ （２１）

类似地，经济的可行性约束必须满足式（１２）。于
是，此三部门经济的均衡可定义为：
定义２：竞争性均衡涉及居民的消费、闲暇和私

人投资｛Ｃｔ，１－Ｌｔ，Ｉｔ｝!ｔ＝０，厂商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
｛Ｋｔ，Ｌｔ｝!ｔ＝０，政府的转移支付序列｛Ｔｔ｝!ｔ＝０，以及生产
每种资本资产的技术水平｛Ａｔ，Ｚｔ｝!ｔ＝０，使得在给定
要素价格｛Ｗｔ，Ｒｔ｝!ｔ＝０ 和税率序列｛τｃｔ，τｌｔ，τｋｔ｝!ｔ＝０ 的情
况下，其满足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厂
商的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给定税率序列时
政府的预算约束平衡，以及经济中的可行性约束。

技术进步Ａｔ、Ｚｔ仍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用式
（１３）、（１４）来刻画。于是，扩展模型经济的竞争性均
衡也由八个刻画宏观经济变量Ｙｔ、Ｃｔ、Ｉｔ、Ｇｔ、Ｋｔ、Ｌｔ、

Ｒｔ、Ｗｔ和两个刻画技术进步Ａｔ、Ｚｔ 的十个方程，即
式（３）、式（７）～（９）、式（１９）～（２１）、式（１２）～（１４）
联立给出。

三、参数校准

本文主要考察了陕西省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期间资
本质量变化、资本体现式技术性进步以及财税政策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样本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
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
税务年鉴》。相关指标的选取和处理过程如下：

为了校准模型经济，需要对α、β、γ、δ、ρＡ、σＡ、ρＺ、

σＺ、τｃｔ、τｌｔ和τｋｔ 等参数进行赋值。对一些差异性较小
的参数，选取现有文献常见的数值；对可能具有地域
特征的参数，则依据陕西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进行
校准（表１）。考虑到陕西重化工业发展的特征，根

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陕西省级收入法 ＧＤＰ的核算结
果，得到资本的产出弹性α＝０．５９。基于罗德明的
研究，令贴现因子β＝０．９８

［１５］。γ反映了居民对消
费与闲暇决策的偏好，从一阶条件式（１２）、（１３）可

知，在稳态时，γ＝ Ｃ
Ｃ＋Ｗ（１－Ｌ）

。闲暇通常用２４小

时减去劳动时间来表示，但由于劳动工时的数据难
以获得，所以借鉴黄赜琳的做法，采用居民人均消费
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均值来近似地表征消费在

效用函数中所占的权重［１６］。２０１２年之前的《陕西
省统计年鉴》中的居民收入与支出数据是按城镇居
民和农村居民分开公布的，故本文根据当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并以城镇和农村居
民人口作为权重加权计算得到，设定γ＝０．７３。本
文借鉴范从来、张中锦的研究，设定资本折旧率

δ＝０．０４［１７］。根据吕冰洋和陈志刚对中国省际资
本、劳动和消费平均税率的测算结果，消费税、劳动
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的平均有效税率τｃｔ、τｌｔ 和τｋｔ 分
别设定为１２％、９％和３１％［１８］。

表１　校准的参数值

参数 定义 数值 来源

α 资本的产出弹性 ０．５９ 笔者计算

β 贴现因子 ０．９８ 罗德明［１５］

γ 消费与闲暇的偏好 ０．７３ 笔者计算

δ 折旧率 ０．０４ 范从来、张中锦［１７］

ρＡ ＴＦＰ的自回归系数 ０．９５ Ｐａｋｋｏ［１９］

σＡ ＴＦＰ的标准差 ０．０１ Ｐａｋｋｏ［１９］

ρＺ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自回归系数 ０．９０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Ｔｏｒｒｅｓ［２０］、笔者计算

σＺ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标准差 ０．０１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Ｔｏｒｒｅｓ［２０］

τｃｔ 消费税平均有效税率 ０．１２ 吕冰洋、陈志刚［１８］

τｌｔ 劳动所得税平均有效税率 ０．０９ 吕冰洋、陈志刚［１８］

τｋｔ 资本所得税平均有效税率 ０．３１ 吕冰洋、陈志刚［１８］

　　注：资料来源：根据笔者计算和相关文献整理。

　　以往研究表明主要经济体中性技术变化的自回
归参数估计值差异较小，故不失一般性，设定ρＡ＝

０．９５［１９］。关于资本体现式技术变化的自回归参数，

Ｇｏｒｄｏｎ最早使用享乐价格（Ｈｅｄｏｎｉｃ　Ｐｒｉｃｅ）法估算
了美国的资本质量指数，进而测度了美国经济中的
资本 体 现 式 技 术 进 步［３］。此 后，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和

Ｔｏｒｒｅｓ对美国、日本、德国资本体现式技术变化的
自回归参数估计值分别为０．９５、０．８３和０．７２［２０］。

不过，享乐价格法所需数据量较多且对行业分类的
要求较为严格，涉及分行业的机械设备以及各类设
备的性能、质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国内现有的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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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无法满足。故为准确估计陕西资本体现式
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本文先计算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资本质量指数（Ｚｔ）①。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借
鉴宋东林等的做法［８］，以２０００年价格水平为基期，利
用ＨＰ滤波剔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与设备工器
具购置投资价格指数（Ｐｅ）的短期波动成分，并将两者
趋势性成分的比值作为资本质量指数②；再通过计算
资本质量指数的增长率来表示融合在设备资本品中

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进而设定陕西资本体现式技
术进步的自回归系数ρＺ 的初值为０．９０，在政策模拟
部分根据情景设计酌情调整。

四、主要结果与政策模拟
（一）技术冲击的比较

１．基准模型。图１给出了中性技术冲击的响应
曲线。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发生后，在工资、资本
租金率上升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供给开始增加。
总体生产率冲击增加了产出，并将其保持在较高的
水平。同时，中性技术进步降低了厂商的边际生产
成本，所以投资对于中性技术冲击的瞬间响应是正
向的。中性技术进步还通过提升工资水平，促进了
消费。不过，由于居民对当前消费的评价高于未来
消费，随着工资的上升，而且资本租金率的反应由正
向逐步转为负向，消费最大化到来的时刻略早于资
本积累达到峰值的时刻。

图１　中性技术冲击图

　　图２给出了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的响应曲线。
可以看出这类冲击的动态影响与中性技术进步冲击

产生的影响显著不同，主要差异体现在消费和投入
要素价格的反应等方面。

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消费的影响是负向的。
因为新资本的生产率高于已安装资本存量的生产率，
从而投资于新资本更有利。这导致新领域投资增加
并积累到资本存量中，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使得单位
投资相对于单位消费更加便宜，从而产生了消费的跨
期选择。反映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投入要素价格
也显示出不同的行为。给定一单位标准差的冲击作
用下，资本租金率开始上升，五期之后呈现出负向的
反应曲线。这是因为投资增加，资本存量虽然增加
了，但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主要与新投资的资
本有关，而这一部分资本此时仅占总资本存量的一小
部分。此外，冲击对工资的影响是负向的，对劳动力
的影响是正向的。这是由于当工资率短暂下降时，收
入效应（劳动者需要增加工作时间以获得与之前同样
的收入）大于替代效应（单位时间的收入下降促使劳
动者宁愿减少工作时间），而导致劳动供给增加。

总的来看，正的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产生了消
费的跨期选择以及劳动供给的增加。在这些因素推
动下，产出呈现显著的向上反应，最多时高达０．０２５
个单位，消费最大化的时刻后移，而且，投资的波动
降低，稳态时要求的新资本积累水平下降。

图２　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图

　　２．扩展模型。在引入政府部门后的三部门

ＤＳＧＥ模型中，当经济受到税收的扭曲性影响时，观
察中性技术冲击产生的效果。从图３可以看出，正
的生产率冲击导致了经济活动的扩张，给定税率校
准值的情形下，进而引起了财政收入增加。与没有
税收的基准模型相比（图１），虽然冲击响应在定性
上非常类似，但是，从定量上看，有税收的扩展模型
中，生产率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更低。这是由于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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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本质量指数代表一个单位最终产出可以制造的以效率单位度量的新资本的数量［５］，表明了蕴含在设备资产中的资本质
量的提升，通常由设备资本价格相对于建筑资本价格的下降来表示。

鉴于篇幅有限，若读者对陕西资本质量指数测算结果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对经济主体决策的扭曲性效应造成的。具体来说，
生产率冲击对投资仍会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是，当存
在税收的情况下，该影响变小，使得资本存量最大化
时增加的幅度仅约为没有税收情况下的五分之一。
可能的原因主要在于税后收入的变化，因为资本租
金率和工资直接依赖于生产率冲击，故其上涨幅度
与基准模型在定量上相似。但是，基于要素回报的
税收收入却不同，因为此时收入中的一部分通过税
率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图３　中性技术冲击：扩展模型图

　　观察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产生的效果。从图４
可以看出，一个单位正的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后，在
更新设备需求的拉动下，投资水平立即上升，不过受
到税收扭曲性效应的影响，此时的响应幅度最大仅
为基准模型的三分之一，而后投资衰减并回到稳态
值；资本存量响应函数呈现“钟型”形状，一开始随着
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约在第１０期达到最高值后开始
回落。受此影响，产出对减税冲击的响应也呈现“钟
型”特征，几乎与资本存量同时达到最高值，然后逐
渐下降，增长的幅度低于基准模型。经过资本所得
税率修正后，两期消费的边际替代率下降，意味着跨
期选择效应减弱，消费的波动收窄。

图４　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扩展模型图

（二）政策模拟
以往研究发现围绕企业所得税的竞争是地方政

府吸引投资的关键环节，而且中国各地区的企业所
得税税负对本地区的人均实际ＧＤＰ增长率有着显
著且稳健的反向影响［２１］。横向比较，总体来说西部
地区的资本有效税率高于中部地区。在发达经济体
货币政策收紧的背景下，为吸引省内外、国内外投
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地区间财税政策、营商环境
的竞争显性化倒逼西北地区实施更加有效的减税降

费措施。据姜艳凤测算，２０１２年陕西省资本有效税
率为２２．９１％，分别是黑龙江省的１．４０倍、山东省
的１．２１倍、湖南省的１．１６倍［２２］。这预示陕西当前
仍存在较大的减税降费空间。为此，本文设计了以
下两种情景，分别予以模拟。

情景一：为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考虑未经宣布的资本所得税率永久性降低
的情形。假设资本所得税率的初值为２５％，减税政
策发布后，该税率下调至２２．５％，即降低１０％，分析
单一减税政策的动态影响。

情景二：考虑未经宣布的资本所得税率永久性
降低，并且，通过上调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扩大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适用行业范围等举措，鼓励企
业增加技术研发、挖潜改造、节能降耗等资本性支
出，分析减税政策与推进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耦
合效应。假设资本所得税率从２５％降低到２２．５％，

同时，随着旧设备的加速淘汰，蕴含了更多新技术的
设备投入生产，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自回归系数
从０．９０提高至０．９５，折旧率从４％增加至１０％。

１．情景一的模拟结果。图５ａ刻画了这一减税
措施对产出、消费、投资和税收收入的影响。减税措
施实施伊始，在政策红利的激励下，投资水平从低位
迅速跃升。受此影响，在经济的可行性约束下，短期
消费水平先小幅下降，２期之后随着工资波动的降低
持续回升。受减税政策的影响，当期税收收入立即下
跌，但在投资提升、消费回暖的带动下，渐渐企稳，新
的稳态仅略低于初始稳态。同期，随着投资—消费结
构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的供给能力得以改善，

产出最终的稳态高于初始稳态近１个百分点①。

图５ｂ展示了资本存量、劳动力、资本租金率和工
资的动态特征。在消费的跨期选择影响下，降低资本
所得税改善了营商环境，增强了企业家信心，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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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假设政府将征税的收入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给居民，故不考虑由税收变化引起的收入或财富效应。



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投资推动资本深化；相应地，劳动
对闲暇的替代也提升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
给的增加和资本存量的上升对稳定产出增长产生了

正面的影响。除了长期独立于税收收入变化的工资
外，降低税率将导致相关变量稳态值显著上升。

ａ

ｂ
图５　非预期的资本所得税永久性降低冲击：减税效应图

　　２．情景二的模拟结果。图６ａ刻画了实施减税
政策的同时，颁布促进企业强化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
的政策，相关变量对资本所得税税率冲击的响应曲
线。可以发现，当资本质量改进和折旧率加快同步发
生时，投资的瞬时波动较情景一显著下降，促使资本
存量实现高质量地积累并较快地向稳态收敛。受此
影响，消费波动收窄，并更快地回到新的稳态。而且，
税收收入短期下降的幅度较情景一降低了７０％。冲
击发生后产出的持续性取决于冲击本身及实物资本

积累过程，正如预期所示，减税冲击经过投资与消费
的良性循环，抑制了产出的“钟型”波动，使其较情景
一更早更平稳地达到稳态。这说明两类政策同时实
施的耦合效应有利于稳定税收和产出的波动。
图６ｂ展示了两类政策同时实施，资本存量、劳

动力、资本租金率和工资对资本所得税税率冲击的
反应。降低资本所得税的同时，适时扩大加速折旧

政策适用行业，将为更多的企业加大设备投资、推动
科技创新提供正向激励，从而稳定实体经济的投资
信心，推动资本存量的积累从数量的增加转型为质
量的提高。此外，两类政策的耦合效应促使工资的
波动减少了一半，而且稳态时资本租金率也比情景
一降低了７５％，有效缓解融资贵的问题。其内在机
理在于，税率冲击改变了跨期消费的均衡条件，进而
影响了消费—储蓄及劳动—闲暇的决策。

ａ

ｂ
图６　非预期的资本所得税永久性降低冲击：耦合效应图

五、稳健性检验

参数校准过程中，本文采用陕西居民人均消费占
陕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均值（０．７３）来近似地表
征消费与闲暇的偏好参数（γ）［１６］。在稳健性检验部
分，假定其他参数保持不变，根据以往文献，将消费与
闲暇的偏好参数调整为０．４０，观察核心变量对税率的
冲击反应机制是否会发生改变。图７的检验结果展
示，当消费在效用函数中的所占的权重相对下降时，
闲暇对劳动的替代增强，受此影响，劳动供给波动收
窄，投资、税收瞬时波动的幅度降低，产出、消费水平
和工作时间均更快地回到新的稳态，工资、利率等要
素价格的反应方向也与基准模型、扩展模型的结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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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因此，上文得到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

ａ

ｂ
图７　非预期的资本所得税永久性降低冲击：稳健性检验

六、结论与启示

以往研究忽视了设备中物化的技术变化，把它
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本文将资本质量指数
引入资本积累过程，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
以陕西经济为例，校准相关参数，比较中性技术冲击
和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相关变量影响机制的差

异。研究发现：第一，消费和工资对中性技术冲击的
响应是正向的，对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的响应是负
向的。与中性技术冲击相比，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
对降低资本租金率的效应显现得更早。第二，受消
费的跨期选择以及劳动供给增加的推动，资本体现
式技术冲击对产出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第三，

与单一的减税政策相比，减税政策与强化资本体现
式技术进步政策对税率冲击的耦合效应显著降低了

投资的瞬时波动，促使消费更快回到新的稳态，并稳
定税收和产出的波动。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陕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追赶超越”的进程中，首先，要着力推动资本体
现式技术进步，提升装备制造业大省的整体资本质
量，将科教大省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科技强省的竞争优
势。短期，虽然消费水平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通过
新的优质资本持续不断地进入生产，有利于改善供给
质量和投资效率，为中长期实现产业升级、消费升级
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应加快建设西安统筹科技资源
改革示范基地，建立央属与省（市）属各类科技研发平
台共建共享的长效机制，完善军民融合的协同创新网
络；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合作，搭建更为广泛的科技创新平台，
并通过简化专利申请、便利企业注册注销等具体措
施，确保科技成果尽早转化为有效产能。
其次，作为西北地区唯一获批的自贸区，陕西有

条件也更有必要抓住“先行先试”的机遇，实施更加
灵活的财税政策，改善税收营商环境。在自贸区发
展中，争取对具有比较优势的鼓励类产业实施较低
税率，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适
时扩大税前列支范围，增加税额豁免额度，完善费用
扣除标准，通过创新加速折旧、分期或延期纳税、增
加亏损结转年限等间接优惠制度，引导各类资本瞄
准科技前沿，增加研发投入，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税
费负担；通过推进缴税方式多元化、税银征信互动
化、税收遵从合作化，降低办税成本。
最后，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强化

产业规划、环境营造、公共服务、监督评估之间的协
同，杜绝政策“打架”。无论发布直接减税政策，还是
实施鼓励企业强化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产业政

策、科技政策、人才政策时，应注重各项政策间的协
调联动，发挥一揽子政策的耦合效应，推动生产要素
高效流通，为资源富集地区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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